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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互动论是美国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可以追溯到杜威和米德，后来，它主要被芝

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赫伯特·布鲁默和埃弗里特·休斯所继承，又被他们的弟子

欧文·戈夫曼和霍华德·贝克尔等人发扬光大。符号互动论是很多领域的民族志研究的基础，

这些领域诸如“社区、种族、阶级、工作、家庭以及艺术、科学和越轨社会学”①。在这里，我们所

要关注的就是符号互动论视野中的艺术图景，而从符号互动论视角研究艺术的关键人物就是

贝克尔。吉尔莫曾声称：“贝克尔的著作在这个领域处于核心地位。”②

对于符号互动论的主张，从理论角度进行系统阐释的人物是布鲁默。1937年，布鲁默首次

提出了“符号互动论”这个术语；此后，他又在阐释米德思想的基础上，对符号互动论进行了系

统论述。这对贝克尔影响很大。1951年，贝克尔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获得博士学位，而

1952年之前，布鲁默都在那里任教。布鲁默对贝克尔的影响之大，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细节看

出：贝克尔在自己的主页上张贴了他心目中的三位“社会学英雄”的照片，其中就包括布鲁默③。

基于此，本文在介绍符号互动论的相关理论时，主要依据的就是布鲁默的相关论述。

很多学者都意识到了贝克尔的艺术社会学思想与符号互动论的渊源。美国艺术社会学家

彼得森说，贝克尔的《艺术界》是从符号互动论视角研究艺术的“最包罗万象、最具影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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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到艺术领域，生动地展示了符号互动论视野下的艺术图景。对符号互动论而言，客体的意义是社会建构的；对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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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贝克尔探讨的艺术家与其他各种角色之间的互动，正好展示了这种多样性。无论是从美学角度，还是从社会学

角度，贝克尔将符号互动论向艺术领域的推进都有其贡献，也有其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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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④，吉尔莫也将贝克尔的《艺术界》列为用符号互动论研究艺术的经典之作。对于自己所受

符号互动论的影响，贝克尔心里也很清楚。在《艺术界》中，他曾将他的核心概念之一“集体活

动”追溯到布鲁默的“联合行动”，坦承这“是从布鲁默那里学到的”⑤。与此同时，贝克尔从符号

互动论视角研究艺术的路径也影响了很多后辈学者。他在西北大学社会学系指导的一些学

生，也以这种方式对艺术个案进行研究，比如钱德拉·穆克吉关于电影系学生的研究、巴巴拉·

罗森布鲁姆关于摄影家的研究、斯蒂思·本奈特关于摇滚乐的研究、艾琳娜·里昂关于旧金山

湾地区小剧院的研究等等。凡此种种都说明，贝克尔是将符号互动论推进到艺术领域的关键

人物。因此，我们将以贝克尔为中心，考察符号互动论视野下的艺术图景。

符号互动论的基本主张是，人们并不是被动地对客体进行反应，在对客体进行反应之前

首先会对客体进行解释和定义，然后对他们所解释和定义的客体进行反应。人们对客体的这

个解释和定义过程是符号互动论的关键所在，它支撑起了符号互动论的理论大厦。首先，就客

体而言，因为客体是人们解释和定义的客体，因此它是社会建构的。其次，就社会互动而言，人

们会对其他人的行动先进行这样的解释和定义过程，尔后再对之进行反应。因为这个解释和

定义过程是在人心中发生的，所以，人们不仅可以面对面地与他人互动，甚至当他人不在场时

也会在心里与之发生互动。再次，人们对客体的解释和定义过程并非随机的，而是有章可循

的，这造成了社会活动的重复性，但因为解释和定义过程是一个活动而非静止的过程，因此，

社会生活总会有新变。最后，在人与人互动的过程中，这种解释和定义过程的存在也赋予了人

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会看到，符号互动论的基本理念都可以在贝克尔

的艺术社会学中找到影踪。

一、作为社会建构的艺术品

以往的很多观念认为，客体就是具有内在本质的实体。无论是物理客体（比如“桌子”），还

是社会客体（比如“朋友”），还是抽象的客体（比如“正义”观念），我们都可以找到它的内在本

质⑥。但在符号互动论看来，这种客体观念是站不住脚的，人们会对周围的客体进行解释和定

义，这本身建构了周围的客体，换言之，“客体是人类的建构，而不是自我存在的具有内在本质

的实体。它们的性质取决于人们面对它们的倾向和态度”⑦。正因为客体出自人们的建构，所

以，相同的客体对不同的人来说，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意义。对此，布鲁默说：“对于一位植

物学家、一个伐木工人、一位诗人、以及一个家庭花园园工来说，一棵树都将是一个不同的客

体。”⑧朱光潜在《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中有类似的表述，并进行了更细致的发挥：木

商看到的是可以赚钱的木料，植物学家看到的是属于某类某科的植物，画家看到的则是它“盎

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⑨。布鲁默也曾以一把椅子为例对此进行说明。他说，将椅子作为坐

的工具，给予了它椅子的意义；而对于没有使用过椅子的人来说，“椅子就会具有不同的意义，

比如一种奇怪的武器”⑩。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客体的性质和意义来自人们对它的倾向和态度。那么，人们对客体的

倾向和态度是如何形成的呢？在符号互动论看来，这是在人们的互动之中形成的。对此，布鲁

默说：“必须把客体（就它们的意义而言）视为社会的创造物———视为当人们的界定和解释过

程在他们的互动中出现时在这种过程中形成并产生出来的东西。……当人们在这种过程中开

始把意义赋予客体时，他们就是在形成、维护、转化他们的世界的客体。”輥輯訛

贝克尔的艺术观念与符号互动论的客体观念在基本层面上是一致的，我们可以说，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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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意义上是符号互动论的客体观念向艺术领域的推进。美学家一般主张艺术具有内在的本

质，比如克莱夫·贝尔曾提出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但对贝克尔来说，艺术并没有什么内在

固有的本质，只是人们将某些物品或活动命名为艺术而已。这里的命名过程就是人们对客体

的解释和定义过程。人们大部分时候都会依据一些既有的标准如优美、崇高、伟大等等来命名

艺术，但有时人们也会先将某些物品或活动命名为艺术，然后再去寻找理由论证其合理性，杜

尚的《泉》和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就是如此。杜尚将一个小便池命名为艺术，沃霍尔将商店

里的布里洛包装盒命名为艺术，而这个小便池和包装盒对其他人而言，可能依然是小便池和

包装盒。但是，艺术界接受了杜尚和沃霍尔的命名。那么，寻常之物为何会变形为艺术呢？对

此，丹托提出了“艺术界”理论，迪基提出了“艺术圈”理论，以此来说明它们是艺术的理由。他

们认为，它们之所以是艺术，是因为一种眼睛无法看到的语境。由此，那种语境就成了人们对

这类作品命名时依据的规则。但这并不妨碍不知道或不接受这种新造规则的人把杜尚的《泉》

依然看做小便池、把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看做包装盒。不过通过杜尚和沃霍尔，我们却可以

更清楚地看出，艺术就是人们对一些物品或活动的称呼和命名。艺术之所以是艺术，是因为它

被人们称为艺术。这正是贝克尔的艺术标签论的要义所在。贝克尔最早在《局外人———越轨的

社会学研究》中提出“越轨的标签”理论，此后，他将此扩展到了艺术。有论者曾指出：“尽管后

来他自己对艺术的研究中并不太多运用这一概念，但其‘艺术世界’的思路，实际上隐含着标

签概念。”輥輰訛贝克尔自己也承认：“尽管我在书中并未明说，但你可以将《艺术界》所呈现的合理

地称作一种艺术的‘标签’理论。”輥輱訛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无论是贝克尔的艺术观念，还是他

的越轨观念，都是符号互动论视野下的客体向具体社会领域的推进，它们的意义都是在社会

互动中形成和转化的。对此，贝克尔曾有明确的表述：“在每一个个案中，工作的一部分就是为

现象贴上标签。那也就是，一起工作的人在工作中为他们制作的东西创造一个名字，以及为那

个事物是什么创造一个定义———在一种情况下（正如你说的）作为一个坏东西（越轨），在另一

种情况下则作为一个好东西（艺术）。”輥輲訛

艺术的意义和性质并不是内在固有的，而是人们赋予的，因此也是一直在流变的。阿克瑞

奇对罗吉尔·梵·德尔·魏登的画作《最后的审判》的研究正好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范例。

这幅画创作于四百多年前，一直湮没无闻。有一天，一位年轻艺术专家发现了它，并称赞它是

伟大的作品。通过牧师布多的极力阐扬，它被带入了其他艺术专家的视野。在布多牧师眼中，

它是宗教作品，只有依靠圣经才能得到理解；它是表现性的，能激发人们的宗教情感。19世纪

晚期，为了运往巴黎展览，这幅画作曾被锯成两半，并被重新描画。在“二战”期间，对画作的意

见分成了两派：政府的意见是希望将它放在原地，对它进行忠实于历史的修理；商人的意见是

将它放在更好的地方，以便吸引游客。商人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于是，这幅“宗教画”就变成

了具有“纯粹之美”的画作，它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之前，它是使宗教荣耀的；现在，它可以让

疲倦的旅客欣赏美，获得休息。可见艺术品的性质是一系列社会角色协商的结果。佐伯格对此

就曾评论说，阿克瑞奇“展示了艺术品在不同个人或团体眼中的转变，每次转变都是在他们的

利益的语境中发生的，无论这种利益是意识形态的、审美的、经济的或者是作为市民振兴主义

之一部分”輥輳訛。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们是如何在互动中赋予和改变这幅画的意义的。

二、参与“内在对话”的艺术家

米德曾区分人类社会的两种互动形式，即“姿态对话”和“使用有意味的符号”。布鲁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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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础上区分了非符号互动和符号互动，他说：“当一个人直接对另一个人的行动作出反应、

而不对这种行动加以解释时，出现的就是非符号互动；符号互动则包含着对这种行动的解

释。”輥輴訛对此，布鲁默曾举例说，如果一个拳击家反射性地自动抬起胳膊抵挡对手的打击，那就

是非符号互动；而如果他将对手的打击识别为假动作，那他参与的就是符号互动。所以，这里

的关键就是，人们对于他人的行动会有一个解释和定义过程，在此基础上，他们才会决定采取

何种行动来参与互动。米德曾提出“采取他人角色”的观念，即人们在采取行动前，会换位到他

人的角度进行思考，预想他人的反应，尔后调整自己的行动路线。就此，布鲁默说：“在互动过

程中，人们必须互相考虑对方正在做什么或者将要做什么；他们不得不根据他们所考虑的东

西指导他们自己的行为或者对待他们的情境。因此，其他人的活动便作为积极因素进入了他

们自己的行为的形成过程。”輥輵訛贝克尔十分熟悉布鲁默所说的符号互动，在《艺术界》中，他也曾

相似地宣称：“人们不仅将自己的冲动考虑在内，也会将想象中的他人对他们可能采取的各种

行动的反应考虑在内，就这样，人们逐渐形成了行动路线。”輥輶訛

贝克尔将米德和布鲁默一般化的符号互动推进到了特殊的艺术领域，以此来理解艺术家

在创作艺术品时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其他角色“在场”时，艺术家会与他们发生直

接的面对面的互动，这种微观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艺术界中屡见不鲜，比如毕加索利用计

谋让丟丹师傅制作他的鸽子版画，再如诗人罗宾森·杰弗里在编辑的建议下对《双斧》中的诗

句进行修改。这种微观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正是符号互动论最为擅长的领地。但另一方面，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其他角色“不在场”时，艺术家依然会将他们可能的反应考虑在内，而

这种发生在艺术家心中的“内在对话”，也会深刻地影响艺术家所做的选择。对此，贝克尔说：

艺术家问他们自己：“如果我这么做，它看上去对我、对其他人会怎样？”他们也会问自

己，如果他们那么做，资源是否会随手可得，他们依赖其合作的其他人是否真会合作，国家

是否会插手，如此等等。简而言之，他们采取任何一个或所有参与进合作网络的其他人的

视角（通过这个合作网络，作品能够被完成），并调整他们正在做的，以便多少能轻易地和其

他人心里想着做的事情合拍。或者，他们不会调整，懂得自己很可能要为此付出代价。輥輷訛

在这里，米德“采取他人角色”图式中的“他人”，被贝克尔细化成了艺术界合作网络中的所有

角色，这将米德的图式大大地丰富化和复杂化了。举例来说，如果这种角色是顾客，那么艺术

家在创作时会将其考虑在内。对此，贝克尔说：“我创作的绘画的尺寸，正好是人们通常为了那

种用途而购买绘画时所需的尺寸；在创作它时，我采用的主题和风格，差不多也是满足人们那

种用途的绘画在制作时常用的。”輦輮訛如果这种角色是国家，艺术家与之进行的内在对话就可能

会成为“自我审查”。比如，巴西音乐家在访谈中曾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用英语作曲（而不

是葡萄牙语），因为那样更容易通过审查。”輦輯訛

由此可见，其他社会角色对于艺术家而言，是“不在场的在场”。这对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品

的最终形态会产生影响。穆克吉曾经研究过电影系的学生，表明他们会以玩游戏的方式来练

习这种将合作网络中其他角色纳入的“内在对话”：“他们以玩游戏的方式学习将想象的其他

人的反应纳入他们的决策，以此来练习用电影惯例进行思考。……学生在玩电影制作的游戏

时会描述他们将去做什么；其他学生则通过评论预示其他电影界参与者的可能反应，他们会

讨论这个想法的可行性和可能的效果。”輦輰訛

这种内在对话当然会对艺术家造成束缚。埃斯卡皮曾意识到作家和读者之间的这种内在

符号互动论视野下的艺术图景———以霍华德·贝克尔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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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的束缚性：“如果作家作为普通人和艺术家，头脑中应该有自己的读者大众，应感到自己

与他们是息息相关的，那他就会有这样的危险：过分清晰地意识到这个大众对他划定的条条

框框。”輦輱訛但在贝克尔看来，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在艺术家与艺术界进行这种内

在对话时，他们也会对其视而不见。贝克尔说：“尽管艺术家在艺术时刻通常会把想象的艺术

界其他成员的反应考虑在内，他们有时也学着对他们视而不见。他们也学着去忽略那些不属

于那个艺术界的人的反应。”輦輲訛正因如此，他们才可以有所创新。比如莱利·克拉克的摄影集《塔

尔萨》包含了吸毒者的照片，而那些人是他认识的朋友，克拉克却忽略了他们可能的反应。由

此可见，通过将潜在参与者排除在内在对话之外，艺术家可以制作出创新的作品。由此我们可

以看到，艺术家“内在对话”的灵活性在于，既会考虑参与者的视角，也会为了创新而全然不

顾。这种艺术家的“内在对话”，从一个更深的层面上表明了艺术家的创作在本质上是一个社

会过程。对此，霍尔和尼兹指出：“许多编辑过程就发生在艺术家的头脑中，因为艺术家已经内

化了艺术世界的惯例，创作艺术作品本质上则是一个社会过程。”輦輳訛

法恩和费尔斯曾指出，符号互动论在分析文化生产时，倾向于将它“作为一个微观社会学

的问题”，探讨的是“文化如何在实践中通过相连的互动和协商的惯例创造出来”輦輴訛。但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贝克尔所探讨的艺术家纳入“内在对话”的这些“不在场”的角色，囊括了艺术

界合作网络中所有的角色，其中不仅有微观的辅助人员等角色，还会有宏观的国家等角色，这

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符号互动论最专长的微观领域，而将其推进到宏观领域。

三、遵守惯例与违背惯例

在符号互动论看来，社会行动的主导部分是以重复出现的联合行动模式的形式出现的。

就此，布鲁默曾说：

在人类社会中、尤其是在一个秩序既定的人类社会中，社会行动的主导部分是以重

复出现的联合行动模式的形式存在的。在人们互相针对对方进行活动的绝大多数情境

中，他们都预先具有对应当如何活动以及其他人将如何活动的确实可靠的理解。他们都

共享在参与者的行动中被预期的东西所具有的、共同的和预先确立的意义。因此，每一个

参与者都能够根据这些意义引导他自己的行为。輦輵訛

但与此同时，它们并非一成不变：“这些作为已经确立和重复出现的联合行动之基础的意义本

身，既受到人们的约束或巩固的影响，也受到他们原本的不满或漠不关心的影响；它们既可能

受到挑战，也可能得到认可，既可能被人们漠不关心地忽略过去，也可能被注入新的活力。”輦輶訛

可以说，这就是符号互动论视野中的社会生活：它既有重复，但也不乏新变。对此，布鲁默曾总

结说：“社会行动可以纳入两个一般范畴：一致性，以对结构的遵循为标志；越轨，以对它的偏

离为标志。”輦輷訛

贝克尔在艺术界中讨论的惯例以及对惯例的违背，同样体现了这样的基本观念。符号互

动论者曾发展了“社会界”的概念，它的组织化程度高于社会运动，而低于正式的组织。在霍尔

和尼兹看来：“社会界的概念描述了一个松散的人际网络，在其中的人们都有多种相互关系。

不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成员组成上都没有清晰的边界。”輧輮訛艺术界就是这样的“社会界”。在这

种偏于松散的艺术界中，艺术家处于和各种角色的互动中，他们一起参与艺术这项集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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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人如何协调他们的活动呢？最终的作品又如何制造预想的效果呢？贝克尔认为那是

因为惯例。霍尔和尼兹曾指出，“在艺术世界这样缺乏清晰的成员与权威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

中，惯例显得尤其重要”輧輯訛。在贝克尔看来，“惯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贝克尔说：

这本书所提供的一般化回答是，他们是通过使用常规理解来完成此事的：他们对于

进程（他们是其中一部分）的常规理解，对于制造所需结果通常采用方法的常规理解，对

于每个参与其中的人的权利、义务和职责的常规理解，对于使合作成为可能而所需的所

有其他事情的常规理解。輧輰訛

戴安娜·克兰指出，艺术界既有文化的成分，也有社会的成分輧輱訛。与此相应，贝克尔讨论了艺术

界中的两种惯例。首先，是艺术惯例。通过艺术惯例，艺术家可以激发观众相应的情感反应。比

如，史密斯曾经分析过诗歌结尾的各种手法。一种是形式结尾，如十四行诗的第十四行即结

尾；一种是内容结尾，如使用和结束相关的词汇（“最后的，完成的，结束，停止，静寂，不再”）或

事件（“睡眠、死亡或者冬天”）。其次，是合作惯例。贝克尔认为，“通过参照常规的做事方式，艺

术家可以迅速地做出决定，轻松地完成筹划，所以，他们可以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实际工作中。

惯例使艺术家和辅助人员之间简单、有效的合作活动成为可能”輧輲訛。贝克尔认为，为了协调一

致，人们可以在每一次活动开始之前，都商量如何进行合作，但在现实中，却很少会如此，人们

往往不必沟通就能协调一致。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在贝克尔看来：“我们的方法是参照这个问

题过去的解决方式，这是所有参与者都心知肚明的，并且他们知道其他人也耳熟能详。”輧輳訛

惯例会对艺术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吉尔莫曾通过研究表明，在每个艺术界中，“惯例的程

度会影响对于精湛技艺和创新的强调程度”輧輴訛。当音乐活动高度惯例化时，即参与者都遵守惯

例时，他们就会用限制很严格的形式来实现他们的音乐观念；这时，美学的重心就是精湛的技

艺，或者说“把事情做好”。与此相反，当音乐活动惯例化程度很低时，即参与者没有多少惯例可

以遵守时，限制就少了很多，这时美学的重心就是创新，或者说“把事情做得有所不同”輧輵訛。这生

动地展示了，惯例对于艺术界中参与者的深刻影响。

当然，惯例并非巨细无遗，它依然为艺术家的自由发挥留下了空间，比如乐谱。与此同时，

惯例也并非不可违背，有的艺术家还是会故意违背惯例，这带来了创新，但是代价也很大：“或

者是更多的努力，或者是你的作品更少的流通。”輧輶訛因此，无论是遵守惯例，还是违背惯例，其实

都是一把双刃剑。对于前者而言，合作更容易进行，但作品的创新之处却因此受到了限制；对

于后者而言，合作更难进行，但作品却可能会因此有创新之处。无怪乎贝克尔说：“和现存的惯

例决裂，和它们在社会结构和物质制品中的表现形式决裂，这会增加艺术家的不便，并且减少

他们作品的流通性。但与此同时，这也增加了他们选择不合常规的替代方式的自由，增加了他

们从传统方式中充分脱离出来的自由。”輧輷訛

因此，从惯例角度看，艺术品绝非是“全新”的，也绝非是“全旧”的，在里面“新”和“旧”混

合在一起。贝克尔说：“每一件艺术品都创造了一个世界，它是大量常规材料和一些创新材料

的结合，在某些方面独一无二。没有前者，艺术品就变得难以理解；没有后者，艺术品就变得索

然无味、毫无特色。”輨輮訛埃斯卡皮也曾有相似的论述，他认为，人们共同的价值信念“是该集体的

正统观念的基础，但同时也是异端邪说和离经叛道之论的支点，不过，异端邪说也好，离经叛

道之论也好，永远只是相对的偏离，因为绝对的偏离是荒谬的，是不能为人们所理解的”輨輯訛。

最后，我们还可以简要提及的是，在符号互动论的视野中，互动具有多样性。而在艺术界

符号互动论视野下的艺术图景———以霍华德·贝克尔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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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互动正好展示了这种多样性。

布鲁默曾说：“符号互动论将对其他人行为的解释和定义的过程放在人类互动的核心，因

此，它可以囊括全部类型的人类互动的一般形式。它相等地拥抱了诸如合作、冲突、主导、剥

削、共识、歧见等关系。”輨輰訛这句话看似平常，但却是以很多社会学理论为靶子的。因为很多社会

学家都将某种互动形式作为他们眼中的社会图景。比如布尔迪厄，他眼中的社会图景是被竞

争所主导的零和游戏。再比如科塞，他将冲突作为社会的基本图景。他们都忽略了社会互动的

复杂性。对此，布鲁默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巨大的危险存在于将来自对仅仅一种互动形式

的研究的形象强加于人类互动的多样性上。”輨輱訛

我们可以说，贝克尔的艺术界中的互动正好与符号互动论主张的互动多样性一致，它并

没有将某一种互动形式作为艺术界的基本图景。曾有不少学者认为布尔迪厄的艺术场充满了

冲突，气氛紧张，而贝克尔的艺术界充满了合作，一片融洽。这种观点忽略了贝克尔艺术界中

互动的多样性。艺术家和辅助人员之间有合作，比如毕加索关于鸽子的平版画在丟丹的手下

成为现实，但他们之间也有冲突，比如雕刻家要求平版印刷匠按照一定方式印刷，但由此会在

印刷时留下滚轴的痕迹，而这是技艺差的标志，所以他们拒绝这么做。其实，贝克尔对艺术界

中冲突的论述是系统的，从生产阶段的物料供应商、辅助人员，到分配阶段的画廊主、经理人

和博物馆馆长，再到国家政府等，都可能与艺术家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因此也可能会发生冲突。

因此，贝克尔才说，尽管“一个艺术界的参与者对于完成工作有共同的利益”，但是，“他们也有

潜在的相互冲突的个人利益。事实上，不同种类的参与者之间的冲突是长期的和传统的”輨輲訛。所

以，贝克尔的艺术界中既有合作，也充满了冲突。可以说，贝克尔的艺术界中互动的多样性，与

符号互动论视野下的社会互动多样性是一致的。

结 语

总而言之，贝克尔的艺术社会学生动地展示了符号互动论视野下的艺术图景。在某种意

义上，我们可以将此理解成符号互动论的社会图景向艺术领域的迁移。对符号互动论而言，客

体的意义是社会建构的；对贝克尔而言，艺术是社会建构的，是一种标签。对符号互动论而言，

与其他角色的互动需要预测他们的反应，尔后采取行动；对贝克尔而言，这就转换成了艺术家

的“内在对话”：他会考虑艺术界合作网络中各个角色的诉求，而后形成自己的行动路线。对符

号互动论而言，社会行动大部分具有重复性，偶尔会有新变；对贝克尔而言，大部分艺术家大

部分时间都会遵守艺术界的惯例，但偶尔也会违背。对符号互动论而言，社会互动具有多样

性，贝克尔的探讨的艺术家与其他各种角色的互动，正好展示了这种多样性。

基于此，我们可以说，贝克尔将符号互动论推进到了艺术领域。这具有两方面的意义。首

先，是从美学角度来看，这带来了对艺术的新认识。艺术品不再具有什么内在的性质，艺术家

也并非单独一人创作，而是在与其他人的互动中创作的，尤其是他的“内在对话”从更深的层

面上揭示了艺术家的社会性。其次，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贝克尔将符号互动论推进到艺术领

域，扩大了符号互动论的适用范围，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贝克尔并非

机械地将符号互动论推进到艺术领域。在对艺术进行研究时，他还对符号互动论有所发展。符

号互动论一般被认作是微观社会学的，注重面对面的互动，但贝克尔在艺术界中探讨的国家

等角色则是宏观的，并且这种宏观因素也会参与到艺术家的“内在对话”中去。这在一定程度

上弥合了微观和宏观之间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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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贝克尔将符号互动论推进到艺术领域，也有其问题。首先，从美学角度说，贝克尔眼

中的艺术图景，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号互动论眼中的社会图景在艺术领域的呈现，在“艺术=客

体”、“艺术家=社会中的人”这样的等式中，艺术的特殊性并没有获得更充分的讨论。其次，从

社会学角度说，贝克尔的艺术社会学由于深受符号互动论影响，所以，它也就带有这种社会学

方法本身的缺陷。比如，尽管我们刚刚提到贝克尔对宏观的关注，已经大大推进了符号互动

论，但是，这在很多社会学家眼中仍然是不足的。佐伯格就曾批评说：“贝克尔很少留意社会和

国家这样无所不包的宏观结构，在其中，这些艺术界发挥着作用。并不是说，贝克尔没有意识

到国家在提供机会和限制中的重要性，而是他倾向于将其归为‘其他艺术界参与者’。”輨輳訛由此

我们可以说，这样的理论图景留给贝克尔关注宏观、结构等因素的空间，毕竟还是相对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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